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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伦理学有什么用?“伦理学教人为善”，这个命题颇为可疑。要让别人接 

受自己的愿望、想法与主张，作为系统说理的伦理学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说理并 

不是都意在说服他人。说理首先是一种伦理态度，一种视对方为理性存在者的态 

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希望理解他者，也希望他者理解自己。就此而言，与其问 

“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 “说理是怎么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理性之 

人凡事要明了个道理，德性重要，所以我们想弄清德性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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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理论活动、实践、制做。与这三类活动 

相应，亚里士多德区分三类学科：理论学科、实践学科 (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和制做学 

科。这里只说说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别。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理论科学的目标是为 

真理而求真理，它们不改变事情本来的样子，例如，对天体的研究不改变天体的运行。实践 

学科不是单为真理本身之故而探求真理，例如，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知道善人是什么样 

的人，而在于我们自己成为善人，不仅意在知道什么是德性，而在力求使我们自己有德。伦 

理学 “不像其他知识分支那样，以静观、理论为目的⋯⋯而是教人怎样成为善好的人，否 

则这种研究就没有意义了”。 

善好和德性是否可教?即使可教，是靠 “身教”还是靠伦理学这样的系统论理来教? 

“伦理学教人为善”，这个命题若说古时已经可疑，今天恐怕就更难成立。伦理学系挨个儿 

跑一跑，哪个教授好意思说他敢教人善好和德性?毕竟，尚没有伦理学的时候，世间早已有 

善好之人善好之行。“伦理学教人为善”这个主张还进一步暗含，有大家都要接受的善好， 

而伦理学家更了解这种共同的善好，这种说法也有待商量。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教人为善其 

作者简介：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下面简称NE)，1179b。参见 《亚里士多德》，乔纳森 ·巴恩斯编， 

三联书店，200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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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有保留，他说：“但事情却是，使人高贵的诸种理论虽然似乎有力量使那些生性高尚的 

人归于德性，但它们却没有能力去促使大多数人追求善和美。⋯⋯想用理论来改变在性格上 

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困难的。”(NE，1179b) 

后世的伦理学家常把伦理学分成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前者发现规律，后者应用 

规律”。②这个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伦理学是否教人为善这个问题的尖锐性：理论伦 

理学不关教人为善的事，教人为善的是实践伦理学。蔡元培是最早从西方系统引进伦理学的 

学人之一，他在 《中学修身教科书》谈到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的区分，实践伦理学 

“本理论伦理学所阐明之原理而应用之，以为行事之轨范”—— “理论伦理学之于实践伦理 

学 ，犹生理学之于卫生学也”。⑧ 

也有伦理学家区分规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这种区分与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的区 

分颇为接近——规范伦理学探讨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尝试提供一套伦理规范。描述伦理学则 

只是描述各种伦理规范，并不告诉我们应当遵从哪套规范。 

我对上述区分颇多异议。这里分成几点来说。 

第一，如果所谓规范伦理学的任务是提出一套道德规范，那么，无论这套规范多么高尚 

或恰当，无论规范的提倡人多么有学问，它似乎更接近于某个教派的传道书，更接近说教 

或政治思想教育，不成其为一门什么 “学”。蔡元培在 《中学修身教科书》之前，出版了 
一 本 《中国伦理学史》，他在该书绪论中区分伦理学与修身书，修身书 “示人以实行道德 

之规范”，伦理学则 “以研究学理为的”，又说：“伦理学者，知识之径途；而修身书者， 

则行为之标准也”。伦理学既然是研究学理的，所以 “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 

不必顾”。(第5页)他后来在 《中学修身教科书》中采用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这对 

用语，原来的框架则未变：上篇为实践伦理学，下篇为理论伦理学。实践伦理学这个名号 

颇为误导，观其书中的实践伦理学部分，实际上即为修身书，以提供行为之标准或规范为 

目的。蔡元培也明确说：应用之学，其实属于术， “惟理论之伦理学，始可以占伦理 

[学]之名也”。(第208页)若强说实践伦理学与修身书有什么差异，则可说实践伦理学 

背后有理论伦理学的原理支撑，即 “本理论伦理学所阐明之原理而应用之”。这就引到了 

第二点。 

第二，区分伦理学与修身书，这我很赞同，但修身书与伦理学总有一层特殊的关联，把 

两者做个区分容易，要说清两者之间的关联就麻烦些。依照梯利与蔡元培的刻画，所谓修身 

书或实践伦理学即是现在所称的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探讨在具体行业中应当怎样合乎道 

德地行动，例如医学伦理学探讨医疗或医生的伦理等等。上面说到，实践伦理学这个名号颇 

为误导，同样，应用伦理学这个名称也有疑问。蔡元培说应用之学其实是术，这倒不尽然， 

应用力学、应用数学，它们也是独立的学科。这里的疑问在于，应用伦理学预设了一套伦理 

学理论，就像应用力学预设了理论力学那样。然而，伦理学是否能提供理论?医学伦理的探 

② 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第12节。 

③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 ·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8页。本文所引蔡元培皆出 

自此书，不再另立脚注，只随文标出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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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是不是伦理理论的应用?只说一点：应用力学之成立，依赖于大家对力学基本理论没有什 

么争议，而伦理学有多家多派的理论，“伦理理论的应用”应用的是谁家的理论呢?伦理学 

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果并没有哲学应用一说，自然也谈不上伦理学的应用。无论称之为实 

践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本理论伦理学所阐明之原理而应用之”这一思路是有疑问的。 

我同意维特根斯坦，哲学并不提供理论。数学哲学不是把谁家的理论应用到数学领域，科学 

哲学也不是把谁家的理论应用到科学领域，它们是对数学和科学的哲学思考，同理，医学伦 

理学就是对医学的伦理学思考。当然，应用伦理学已成定名，就像印第安人一样，不妨将错 

就错，未必需要改掉，我们只要不被名称误导就好了。 

第三，描述伦理学这个名称也有疑问。描述一个民族都有哪些伦理规范，似乎是人类 

学一社会学的任务而不是伦理学的任务。诚然，人类学一社会学是否能做到不带评价的 

“纯描述”，这本身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在于，固然哪个学科都离不开描述工作，但任 

何学科，无论是伦理学还是人类学一社会学，从来不止于描述，它需要追问事情为何 

如此。 

概括言之，我认为把伦理学分成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元伦理学等等，尽管在 

特定上下文中可能起到提示作用，但更多的恐怕是误导。我很同意蔡元培，以修身书那 

样的方式列举多项道德规范不是伦理学的任务，对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进行反思进行论 

证才是伦理学的任务。不过，提供规范与对规范进行反思 、论证并不一定互相隔绝，所 

谓规范伦理学通常不会只列举些道德规范。例如，新儒家意在提供一套儒家道德规范， 

但同时，他们也在从事伦理学论证工作，这包括论证儒家的伦理规范比其他的伦理规范 

系统更加优越，论证这些规范如何可能应用于或适用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大不相同的世 

界等等 。 

按梯利、蔡元培他们的看法，修身书或实践伦理学 “本理论伦理学所阐明之原理而应 

用之”，但依我看，这是把 “理论伦理学”的位置弄反了。社会生活总要求我们遵行某些伦 

理规范，到一定时候，就有圣人把生活中的实际规范加以整理，去陋存精，“示人以实行道 

德之规范”，如摩西十诫或孑L子在 《论语》中的很多金言。这套规范的道理何在，他们没说 

什么，或零星说到一点儿，民使由之可也，未必使知之。实际上，圣人固然对天人之际体会 

得宏达又精微，却不一定长于成套论理——成套论理的需求和技术都还不曾发展起来。伦理 

规范系统是否合宜，原不在于是否讲出一套道理，而在于这套伦理规范是否合乎道理。但文 

字时代既已开始，道术为天下裂，你提倡一套规范，他提倡另一套，每一套规范的提倡者， 

即使起初并不好辩，这时也不得已要为他所倡导的规范讲出一番道理来。当然，他若要讲得 

出道理，他提倡的那套规范本来就得有道理。 
一 条合理的规范所依的是什么道理，并不总是清清楚楚的。大多数规范系统不禁止杀 

生，却禁止杀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④ 其中的一条道理大概是，蚊子或蚂蚁在死亡过程中 

不怎么感到痛苦。这个道理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它也能解释为什么随意杀死一条狗比踩 

④ 下面这段参见麦克马汉关于堕胎问题的讨论，载于 《伦理学理论》，拉福莱特主编，龚群主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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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一只蚂蚁更难让人接受，自愿堕胎权利的支持者有时沿这条思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胎 

儿并不感到痛苦。但尽管这条道理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会招来一些显而易见的质疑：你怎么 

知道蚂蚁不感到痛苦?你怎么知道胎儿不感到痛苦?放过这些不论，我们要问，杀人和踩死 

蚂蚁的区别主要来自蚂蚁不感到痛苦吗?一刀砍死一个睡梦中人，他没感到痛苦，却跟其他 

杀人案例没多大差别。也许，杀人和杀死青蛙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感到痛苦，而在于前 
一 例中你消灭的是未来可能富有意义的生活。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杀死一个孩子或一个大 

家爱戴的人更遭人痛恨。但这一点也并非那样一清二楚：我们凭什么从生存具有多大意义来 

看待杀生问题呢?又该由谁来确定哪种生存更富意义呢? 

无论什么道理，都不是孤零零的，每个道理都连着别的道理，这个道理得到一些道理的 

支持，却与另一些道理不合。目的的正当性是否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任何手段提供充 

分辩护?日是日否，都能说出一番道理。知行是两回事抑或知行合一?跳水救人是出于道德 

考量抑或出于本能?保护古建筑或救黑熊重要吗?曰是曰否，也都能说出一番道理。在同一 

平面上的反复辩驳也许不能得出究竟，为此我们也许需要追索更深层更普遍的道理。蚂蚁是 

否感到痛苦——我们该怎么想才能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联系于我们怎么知道蚂 

蚁是否感到痛苦，而这又显然联系于我们怎么一般地知道其他人以及动物们的感受。为此我 

们就需要考察什么叫知道，什么叫心理或心灵。何为知，何为心，这些即是近世哲学家所 

称的概念考察。上一节说到，任何一门 “学”都在于追究事物的为什么，追究理由和道 

理，概念考察或辨名析理是这类追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追究的不是作为机制的为什么， 

而是 日常理由背后的根本道理。系统地追索纷繁道理背后的更根本更普遍的道理，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活动，从前则称作 “穷理”。所谓穷理，不是在平面上追索，而是向纵 

深处追索。 

人但凡有点儿灵性，不可能从不对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感到困惑，继而加以思考。伦理思 

考是人类思考的重中之重，人人都想过自己怎样处理一件事情比较公平，想过别人一种做法 

是对是错，人人都曾尝试用某种道理来说服别人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都曾用某种理由为 

自己的某种行为做过辩护。生活中的实际伦理思考、讨论、争论，这些既是伦理学的发祥之 

地，也是伦理学所要探究的课题，但这些活动本身并不是伦理学。每个人的困惑由这个那个 

具体的、偶然的事件引发，而求解惑的努力会把我们引向一些多多少少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哲学问题”。在那里，这个那个偶然的问题，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交织起来，平常说理 

转变成系统论理。 

总括言之，伦理生活总是从默会或明述的规范开始，这些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磨打出来， 

由圣贤提炼出来，是些多多少少有道理的规范，后世乃可得演绎其中的道理，相互质疑、驳 

斥、辩护、补充、辨名析理，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道理系统，是为伦理学。 

四 

伦理学旨在说理、穷理，但说理、穷理能否劝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很难指望 

通过说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想法、主张。为此，除了说理，还有种种其他办法：好言 

相劝、恳求、纠缠、煽动、欺骗、利诱、威胁。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为这些方法分类。斯蒂文森先把威胁利诱之类放到一边，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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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分为理性的方式与非理性 (nonrationa1)的方式。⑤ 诉诸事实和逻辑来支持自己的主 

张是最典型的理性方式——你列举吸烟的种种有害后果劝说父亲戒烟，说明某种药剂的疗效 

来说服生病的丈夫服用它。指出对方不合逻辑当然也是典型的理性方式。诉诸事实和逻辑，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求真。非理性的方式，据斯蒂文森，其中最重要的是persuasion， 

如劝说、劝诫、恳请、恳求等等。你就让他这一次吧，我求你了，这时候，我不是在为我的 

请求提供理由。我们说好言相劝，突出的不是好理由而是相劝时的好态度。这两大类方式并 

不总是能明确区分，引征权威、诉诸公议似乎就落在两类交集之处，在实际讨论和争论之 

际，人们通常也交替并混杂使用这两种方式，但它们有大致区别，这一点还算清楚。用理性 

方式与非理性方式标示这一区别显然不大好，非理性强烈含有胡做混来的意思；尽管我们可 

以声明这里使用非理性时不是指胡做混来，但这种人为排除法既笨拙又不是很有效。我觉得 

不如更朴实地把前一大类称作说理，后一大类呢，就称作非说理的方式。为论述方便，我还 

临时编造一个词，劝求，用来概括这两大类方式。 

把说理与其他方式分开，是要说明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劝求方式，不是与其他方式并列的 
一 种。不过，说理之为独特的劝求方式，并不在于用它来劝求格外有效。学者以科学求真为 

业，容易高估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我们却知道，在 日常生活中，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愿望和 

主张 (这里仍然把利诱、威胁排除在外)好言相劝、恳求、宣传、煽动通常效果更佳。维 

特根斯坦曾注意到，虽然人们在劝求时有可能提供理由，“但这些理由能达到多远?理由穷 

尽处，是劝请。(想想传教士让土著人改信宗教时的情况。)”⑥ 你信念执著、激情洋溢，或 

表现为如此，人们就容易被你打动，即使人们后来发现你的主张与事实、逻辑相悖，只要他 

们相信你本意真诚，也不大与你计较。科学求真在群众那里没有很大市场。我们不必太多为 

事实和逻辑抱屈——人们本来不是要为正确生活，而是要生活得热热闹闹忽忽悠悠，而且， 

细节之真本来与正确判断关系不大，例如，我记住一大堆数据，照样会错判经济形势，经济 

学家个个都记得比我们多十倍，判断大形势时常截然相反。生活中到处是紊流，分明的事实 

和清明的逻辑不一定能带我们多远。不管怎么说，求真态度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准确性，在 

日常生活中是相当边缘的德性，它们的重要性是在哲学一科学的发展中集中体现出来的。 

至于伦理学这种系统论理的劝求作用，则更加可疑。生活中的争执多半与利益相关，调 

解利益之争主要靠谈判，谈判虽也要引征道理，但跟系统论理关系不大。即使所涉并非利益 

而是德性，也不可高估伦理学的劝求作用。我们更多依据品质出自直觉行事，无须很多反思 

和审思，何况，为事者需要坚定和敏捷，这些德性会因系统论理受到损伤。波斯纳列举了罗 

尔斯等一串 “学院道德家”，认为他们的理论几乎不可能说服任何原本持有不同观念的人， 

不能改变任何人的道德直觉，而且，它们 “并没有为道德判断提供很合用的基础，也不能使我 

们在私人角色上还是在公共角色上道德更高尚”。由是，波斯纳断言 “道德理论毫无用处”。④ 

⑤ 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姚新中、秦志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 156—158页。下 

面马上说到，非理性不是 nonrational的 良好译名。有译 者译之 为理性无涉等，也未 必佳。其实，rational和 

nonrational本来也不一定是良好的标签。汉语里的晓之以理与动之以情也许更恰当，虽然斯蒂文森这里所谓非理 

性方式比动之以情要宽些。 

⑥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612。 

⑦ R．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原书序，第3—4 

页，正文，第3页。波斯纳所区分的学院道德哲学和实业道德哲学，后者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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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不相信辨名析理这类哲学论证在实际事务中有多大作用，也认为 “学院道德家” 

在塑造道德观念方面恐怕为自己提出了不切实际的任务。不过，我相信系统论理在实际生活 

中倒不见得 “毫无用处”。在简单事例上，我们更多依据品质和直觉做事，但在复杂事例 

中，这些往往不够，这些之外还需要审思。 

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只从或主要从说服、达到共识之类的 “效果”来 

看待说理。在伦理领域，何曾有哪套道理让所有人都信服，最后达到了共识?问题还不在于 

达到共识是对说理的功效要求过高，而在于，在伦理领域中，达到共识并不总是可欲的目标， 

如威廉斯所云，看法上、理解上、价值上的 “分歧 (不同意)并非 (总是)必须克服的”。⑧ 

与这一点相关但未尽相同的还有一个重要之点较少为人觉察。这种要求把说理完全视作 

说服他人的努力，从而把说理与某种傲慢连在一起。晓之以理蕴含 “我比你高明”的意思： 

我有道理而你没道理，或我比你更有道理。这种优越感，“至少是临时的优越感” (威廉斯 

语)贯穿于古往今来关于说理和理性的全部理解，不可不察。今人固然不敢自视为孔子那 

样的万世先师，更不敢自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首先从科学论证 

来理解说理，这种进取性的、居高临下的说理观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然而，居高 

临下宣扬任何一种道德主张都足以让人心生警惕。更别说那班成功者的喋喋不休了——他的 

成功已经够为他做宣传了，他还要振振有辞地教训我们。 

考诸实际，说理远远不都是进取性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为自己做辩护的情形就够 

了——自我辩护者不是要宣讲某种道理，而是要表明他并不是没道理。他希望别人理解他。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调性是谦抑 (Verhaltenheit)。我们的确需要以更谦抑的态度来 

看待说理。我们与其从进取性的说服着眼来看待说理，不如首先把说理视作不同的经验之间 

求取理解的努力。而其他的劝求方式，好言相劝、恳求、宣传，却并非这种努力，煽动、欺 

骗、利诱、威胁当然更非此类。 

五 

我干吗要理解你呢?我干吗要让你理解我呢?这些宽泛的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 

但首先，因为我把你当作人。理解有层层含义，我们会说，某人正在尝试理解红血球运送氧 

气的机制。但理解的首要含义，至少我们这里讨论的含义，是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人际理解 

远不止是一种智力活动，而首先是一种伦理态度，视对方为理性存在者的态度。 

我们来到一片新大陆，把土著当作敌人，防范他们，攻击他们，就像防范、攻击野兽一 

样。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攻击，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们怎么看待事物 (这种了解并非出于对他们的 

心灵有兴趣，我们只是要了解他们将对各种事情做出何种反应，就像我们经常需要了解自然 

力，了解野兽的反应。惟当我们把土著视作人，才会去努力理解他们)不是为了对付他们才去 

了解他们，而是对他们怎样看待世界这件事本身感到兴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理解我们。 

所谓他者 (the other)，就是在互相理解的层面上遭遇的存在者。一块石头不是他者。 

他者是我希望去理解也希望得到其理解的造物。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的看法，你对世界的 

看法，你对我的看法才是要紧的。惟当你的理解是要紧的，我才向你说理，才 “运用理 

性”。理性首先是一种态度，诞生于互相理解的努力之际。 

⑧ Bernard Williams，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Routledge Press，2006，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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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有什么用? 

单从劝求效果着眼，说理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在劝求的种种方式中，惟说理最真切地体 

现出理性存在者的本质。从态度上说，说理体现着互相理解的愿望，从内容上说，说理也不 

同于其他的劝求方式。其他的劝求方式终结于有效或者无效，惟科学求真的说理，由此及 

彼，由浅人深，逐渐形成系统论理。说理一端系于日常的劝求，一端延伸向穷理，从而发展 

出种种学理系统。上文说，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劝求方式，其意在此。 

单从劝求效果着眼，伦理学也许如波斯纳所断言 “毫无用处”，但在我看来，普通说理已然 

不尽在于求效，伦理学作为系统说理更非如此。即使说理一开始起于劝求的目的，伦理学却如蔡 

元培所称，转向 “以研究学理为的”。伦理学的主旨在于穷理求真——像物理学为认知物理世界 

而认知一样，伦理学～政治学为理解人类活动而认知。所以蔡元培可以说，伦理学虽起于喜怒利 

害，却终于 “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不必顾”。明了于此，我们就大可不必因伦理学 

未见得能教人为善而否认伦理学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物理学类型的认知 

本身即是一种至高的善好，那么同样，努力理解人类实践的认知也是一种至高的善好。 

当然，在其他方面，伦理学与物理学有种种不同之处。伦理学所求之真，不是充分客体 

化的真，伦理学之求真毋宁在于探求实然与应然和合的源头。因此，伦理学对实然的探求隐 

隐约约总含有劝化在内，伦理学讨论所引的理据，与物理学理据相比，不可避免与喜怒利 

害、多数人之向背等等有着剪不断的联系。从而，伦理学虽为系统论理，却与实际伦理生活 

息息相关。系统论理不仅无助于采纳坚定的立场，甚至可能有害，但它很可能增强特定立场 

的合理性。这并非无关紧要之点——我们并非只需要坚定和敏捷来把事情做成，我们还希望 

过上合情合理的生活。伦理学在这里可以提供助益：虽然人们依据一般道德感做出道德判 

断，但他不一定明确知道自己依据的何种道理，所谓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而有时他却要知道这种道理，要讲清楚这种道理，例如他可能需要为自己辩护，也可能需要 

说服别人。这时候，由于不会说理，他可能在概括的层面上弄错，例如，人们经常会引用 

“人都是自私的”这一类的说法，虽然他自己的做法本来并不是出于自私。 

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 伦理学，或伦理领域中的穷理，有什么用?“伦理学教人为 

善”之类的回答未免过于急切地看待伦理学的 “用处”。穷理是文字时代／理性时代的一般 

需求，往往，与其问 “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 “穷理是怎么来的”。理性时代人凡事要 

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勇敢本来是天生的美德，但到孑L子、孟子 

那里，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勇敢与知联系到一起却是 自然而然之 

事——勇不同于鲁莽灭裂，因为勇连结于知畏知怕。若我们坚持用 “有什么用”来追问伦 

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 

人理知，从而形成 “理性人”的新型人格。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经济学里的 “理性人”， 

而是这样一种人——希望理解他者，也希望他者理解自己。 

(责任编辑 ：李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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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s Epistemology as a Theory of Retained Knowledge 

Huang Xiang 

The main task of a normative and nat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ume's epistemology consists in giving 

a satisfactory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pistemic standing, which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aturalistic and the skeptical dimension of Hume's philosophy. I contend that the task can be 

accomplished if we choose a correct model of episteniic standing. J argue that John McDowell's theory of 

retained knowledge can be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it. Even though McDowell's philosophy is not the 

Humean，both of them share a similar insight for an episteni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default condition and 

the space of reasons mediated by the doxastic responsibility. This strategy permits nature and reason 

toplay their dialectic and normative roles in human episteniic practi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erkegaard's 

Existence-Dialectic and the Dialectic of Hegel 

Liu Zizhen 

As one of the main thoughts and methods in Hegel's philosophy, dialectic also becomes a major 

perspective for Kierkegaard.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erkegaard's Existence-Dialectic and the 

Dialectic of Hegel? The existence-dialectic should not be regarded either only as a copy of Hegel's or 

only as one of the results to Kierkegaard's criticism of Hegel. This relationship will he discussed here in 

five different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Kierkegaard's own thought. Through this reflection 

Kierkegaard completes his own existence-dialectic. 

Of What Use is Ethics? 

Chen Jiaying 

It is dubious if ethics is meant to bring people to a virtuous life. Ethics，as systematic reasoning，is 

not the best means in persuasion. However,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that the reasoning is mainly meant to 

persuade. Rather, reasoning should first be taken as an attitude, the attitude of willing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and wanting to be understood l>y the other.�t is more to the point to ask, therefore, whence 

reasoning comes from than ask ol what use is reasoning. My answer would be that man of reason desires to 

understand by nature and he must desire to know al)()ut virtues for they are important for him. 


